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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界对其政治经济

影响进行了广泛讨论。当前研究大多侧重于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

经济效果,然而受限于测量双边关系的数据和方法,既有研究忽略了

对 “一带一路”倡议外交政策效应的分析。本研究通过建立三重差分

模型,在利用大数据和潜因子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测量全球月度层面上

的双边关系新数据基础上,致力于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外交

关系的影响。本研究提出,虽然 “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呈现了相当

程度积极的外交政策效应,但由于相关国家的身份不同, “一带一路”
倡议对这些国家与中国、美国的双边关系也会形成不同的影响。对于

美国盟友和东盟等国家而言,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会推动这些国家

选择 “对冲”战略。而对于与中国存在双边投资协议的国家和上合组

织成员国来说,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则会改善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外

交关系或增加其对中国的国际支持。因此,在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

的外交效应时,不能笼统加以判断,而需要考虑其他异质性因素的影

响。在测量双边关系时,大数据测量指标、传统基于联大投票的 “理
想点”数据和清华中外关系数据各有优劣,研究者应该根据研究问题

和理论框架进行综合选择。
关键词 双边关系衡量 大数据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外交

外交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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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2023年底,已有超过152
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中国83%的建交国。①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已取得了巨大成就。② 学界和政策界关注和评

估了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共建国家,尤其是共建国与中国双边关系

的诸多影响。③ 然而,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相对偏少,
且相关研究多为定性分析,难以做出精准判断。④ 由于外交关系具有多维度、复

杂性、易变性等特征,学界一方面缺乏一个关于双边关系维度的定义共识,另

一方面在操作技术上也难以获取全面评估双边关系的数据,⑤ 因此,如何精准测

量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难点。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海量 “事件数据”(event

 

data)使得研究者可以比较便利地获取全球绝大多数国

家间的政治、外交等互动信息,学界进而得以在更加精确的时空维度上衡量双

边关系。
鉴于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聚焦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通过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大数据衡量、捕捉国

家间关系的变化程度,从而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

响。⑥ 本文提出了基于大数据潜因子 (latent
 

factor)网络分析模型测量双边关系

的路径,并阐述这一路径与传统双边关系测量指标之间的差异及改进建议。通

过对 “一带一路”倡议外交政策效应的测量,本文在三重差分 (tripl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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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Difference-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DD)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比较基于不

同海量事件大数据测量的双边关系指标和传统指标的结果可信度。借助大数据

衡量双边关系,不仅为理解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提供系统的证据和新

思路,而且其所创建的1995—2020年间全球月度层面双边关系新数据,也能够

用于测量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①

一、 对 “一带一路” 倡议外交政策效应的既有研究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学界也对之进行了深入讨论。首先,
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目前较多学者关注该倡议对共建国家经济

贸易的促进作用,② 有研究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在本质上是经济合作,经济考

量是各国参与的主要动力,有些国家即便与中国存在一定的政治分歧,但依然

愿意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③ 也有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经济合作

的主要路径包括加强技术转移、扩大贸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投资

环境和提供就业机会等。④ 另一些研究则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能源结构

的影响,聚焦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共建国家的能源、碳排放和污染等议题。⑤

其次,学界关注了 “一带一路”倡议对共建国国内治理的影响,这方面存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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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争论。① 一方面,一部分研究发现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助于

提升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以及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② 另一方面,有些研究则

认为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援助重视政治影响而相对忽视经济效率,中国国

企在非洲的投资和援助与受援国的治理水平呈负相关。③ 不过,这些争论在很大

程度上也与研究者所采取的测量指标相关。例如,一部分学者采用夜间灯光数

据衡量经济发展,发现中国对非洲各国的援助项目在省级或市级等地区层面对

当地经济发展起一定的积极作用。④ 另一些研究则探究了 “一带一路”倡议产

生影响的机制,认为中国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的

竞争,改进了当地政府的制度、减少了腐败。⑤ 还有研究从区域稳定和政治秩

序的角度考量,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预防冲突、促

进和平。⑥

然而,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视角看,中国发起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

是否会对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产生积极作用? 这是学界亟需回答的问题。由

于双边关系数据难以获取,既有研究或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或基于民

调数据对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所受影响进行评估,⑦ 鲜有研究者对 “一
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果进行系统研究。

目前学界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研究主要从中美竞争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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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① 鉴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关怀,有学者将其定性为中美竞争背景下

的中国外交策略,② 甚至将其视为中国应对美国对外援助竞争的手段,③ 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引起美国的竞争性援助。例如,美国可能会通过国际多

边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援助项目,与中国争夺国际支持和国际影响力。④ 有学

者将 “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对外援助的对比分析与冷战时期美苏在援助领域

的竞争相类比,提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时会采用增加或减少援助的方式

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选择。⑤ 美国会借用援助手段换取受援国的政治支持,亦

即 “买投票”。⑥ 然而冷战结束后,对外援助是否还能干扰各国外交,学界对此

存疑。⑦

目前也有研究在外交层面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效果进行了探究,这些文

章大多强调其对软实力或国家形象的影响。⑧ 例如,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通过加强经济合作、促进人员交流等方式,提升中国与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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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① 也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于对历史

“丝绸之路”的再叙事,力图重新构建中国大国身份,争取国际社会对其规范和

价值观的认可。② 从效果来看,有学者发现中国对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直接

海外投资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③ 而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则有助于提升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④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海外投资对中国的软实力有积

极的影响。⑤ 还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援助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援助项目刚实施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可能因项目

实施对当地劳务、治理等构成影响而在某些程度上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然而随

着项目的开展,受援国当地会改善对中国的态度。⑥

综上,在目前学界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果的既有研究中,从议题

角度看,大多数研究关注经济、环保或治理等问题,较少关注其对中外关系的

影响,而在探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外交影响的既有研究中,尽管部分研

究发现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改善双边关系,然而对其机理与因果机制尚未进

行过深入讨论。此外,从操作化角度看,学界对于中外关系的衡量指标尚不统

一,例如,有研究对 “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进行了分

析,发现接受中国援助的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部分议题上会改变投票立

场。⑦ 也有学者借助GDELT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各国对华印象之间的关联。⑧

由此可见,当前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外交政策效应的探究,关键问题还是在

于如何实现对双边关系的精确测量。由于学界对于如何有效衡量双边关系尚无

共识,这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难度,因此,下文将首先介绍关于双边外交关

系衡量的文献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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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大数据的双边外交关系衡量

基于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若想辨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精准衡量外交关系,下文将首先介绍目前主要的衡量方法,
然后提出本文测量双边关系的大数据路径。

(一)衡量双边外交关系的常用方法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外交关系是研究基础,如何对两个国家间的外交关

系进行衡量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外交关系是抽象的,对国家间

双边关系的定性研究往往是描述性的,因而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和程度缺乏精确

判断,这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内外学界做了多种尝试。
例如,阎学通等学者依靠从事件赋值向关系分值的转化来衡量双边关系。① 国外

学者也采用 “相似性分数” (Similarity-Score,
 

简称S-Score)或联合国大会投票

来衡量双边关系。S-Score是根据各国联盟组合的相似程度来表征其外交利益的

相似性或接近程度。② 而联大投票中各国投票的相似程度,也常被学界用作衡量

双边关系好坏的指标。③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的衡量双边关系的方

法主要包括下述三类。
第一类方法是通过分析国家间的对外政策得出其外交政策的相似度,并据

之衡量两国间的关系。如果两国对外政策相似度越高,则认为两国关系越好,
反之则越差。1975年,布鲁斯·梅斯奇塔开始使用肯德尔系数 (Tau-b)计算

国家之间的联盟承诺,并以此衡量两个国家间外交政策的相似度。④ 梅斯奇塔认

为,一个国家所缔结的联盟组合 (Alliance
 

Portfolio)可以反映该国在安全议题

上的偏好,因此他将这种联盟组合作为反映国家安全利益相似性的指标,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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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指标设定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①1999年,柯蒂斯·西格诺瑞诺和杰

弗里·里特尔进一步对梅斯奇塔指标的测量思路加以批判并进行了优化,并将

新的测量结果命名为S-Score。② 在算法方面,新的测量方式不再使用Tau-b系数

进行计算,而是构建一个政策空间模型,并以两国在这个空间模型中的相对位

置来判断它们对外政策的相似性。在数据来源方面,S-Score也不断改进,除联

盟承诺外,其还加入联合国投票、贸易往来、外事访问等数据,以更加全面地

反映一国的外交政策立场。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改进,S-Score能够更准确地反

映两国间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的相似度。
虽然S-Score进行了改进并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在测量两国双边关系时仍有

缺憾。首先,S-Score的设计目标是测量两个国家之间的对外政策相似性,而非

两国间的关系,用S-Score
 

衡量两国关系存在测量指标与概念内涵之间的背离;
其次,虽然S-Score已经纳入较多数据维度,但相比一些使用大数据进行关系测

量的方法,其所使用的数据仍然偏少,从而可能导致测量误差;再次,易用性

与时效性不足。目前最方便获取S-Score的方法是通过EUGene软件计算输出,③

但该软件已经超过六年没有更新,目前能够获取的最新数据年份仍停留在2011
年,数据时效性严重不足。

第二类测量双边关系的方式是以迈克尔·贝利等人提出的 “理想点”(Ideal
 

Point)④ 为代表。这种方式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认为各国在联合国大会各

个议题上的投票记录能够反映该国利益偏好,进而可据此测量两国之间的利益

相似度,并判断两国关系的好坏。“理想点”测量方法使用 “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s)和 “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对联大投票进行测

量。“空间模型”通过估计投票切割点、辨别参数和减少特质投票对偏好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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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等方式,减少了因议题设置噪声造成的投票相似度大幅波动和偏差问题。
而 “项目反应理论”则根据联合国投票数据估计随时间变化的单一维度的国家

偏好,进而测量这些国家对待 “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国家立场。
“理想点”算法通过方法上的改进解决了S-Score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仍然

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完全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进行测量可能带来诸多问

题,例如,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的议题多为全球性议题,因此,联大

投票难以考量地区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无法辨析区域性议题和全球性议

题之间的差异。此外,联合国大会投票只存在赞同、弃权和反对三种类别,这

对于衡量国家偏好而言,显得分类过少,更难以精确反映国家的政策偏好。例

如,若两个国家都对某一议题投赞成票,我们难以判断它们的立场究竟是完全

一致,还是仅仅互不冲突。而且从数据量看,联大投票次数偏少、数据量不足。
其次,与S-Score一样,“理想点”算法在设计之初也是为了测量国家的偏好而

非两国间关系,虽然偏好相似的国家之间可能关系也更好,但这两个概念在内

涵上仍然存在较大区别。
目前较为常见的第三种测量双边关系的方法是事件数据,即基于国家间互

动事件数据的统计结果来判断双边关系程度,这种测量方法的核心逻辑是国家

间关系的好坏程度会通过国家间的互动事件表现出来。基于这一逻辑,这类衡

量方法首先需要创建国家间互动交往的事件数据库,并建立一套编码系统,以

对数据库中的事件进行分类、赋值,之后再根据赋值和统计结果判断出某个时

间节点的双边关系好坏。① 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库即建立在这种测量思路之

上,通过收集 《人民日报》以及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官方媒体或网

站上发布的中外关系相关事件,进行编码赋值后,再计算得出中外关系分值。②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学界也开始采用各类大数据对双边关系进行衡量。
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事件数据库有

 

GDELT和 “综合冲突早期预警系统”(The
 

Integrated
 

Conflict
 

Early
 

Warning
 

System,ICEWS)等。GDELT全球事件数据项

目的数据来自谷歌提供的自1979年至今经过自动编码、覆盖全球100多种语言

的媒体、网站上的事件信息。③ICEWS则是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创建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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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它同样基于自动抓取的全球各语种新闻。① 这两个大数据库为国际关系

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事件数据来源,推进了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双边关系测量。② 相

较于S-Score和 “理想点”算法,使用事件数据测量两国关系的优势在于,后者

采用的测量指标与概念内涵相统一,且近年来大数据的发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

丰富的可用数据。
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对双边关系测量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存

在以下问题:首先,诚所谓 “君子和而不同”,政策立场的同或异不等于关系的

好或坏,因此S-Score和联大投票这两类指标能否帮助我们有效观察外交关系的

变化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③ 其次,学界对于事件流能否有效衡量双边关系

也存在争议。一方面,不同事件对关系影响的程度不同,如何赋予权重将影响

最后的关系分值。另一方面,我们对事件的基本观察往往来自新闻报道,因而

容易受到新闻叙事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大数据中尤为明显。④ 基于上述问题,本

文试图依据海量事件数据阐述从时空维度测量双边关系的新路径及其应用前景。
(二)测量双边关系的大数据网络分析方法

双边关系具有政策惯性、对等性、互动性和依赖性等特征,同时也受第三

方行为体的影响。⑤ 在国际社会中,第三国对两国双边关系产生影响是普遍存在

的现象,在一些情况下第三方影响甚至难以被直接观察到。⑥ 传统观测路径在测

量上基本忽略了双边关系本质上所包含的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利用大数

据和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所采用的事件数据主要来源于

ICEWS和GDLET。
 

本文关注国家间双边关系,因此首先在上述事件库中根据事件 “行为体”
(actor)筛选出至少一方行为体为政府的事件。⑦ 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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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Data,”
 

November
 

19,
 

2018,
 

https://dataverse.
harvard.edu/dataset.xhtml? 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075.

池志培、侯娜:《大数据与双边关系的量化研究:以 GDELT与中美关系为例》, 《国际政治科

学》,2019年第2期,第6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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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eer
 

Dasandi
 

and
 

Slava
 

Jankin
 

Mikhayl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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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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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z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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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State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the
 

UN
 

Gen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6,
 

No.1,
 

2022.
Nils

 

Weidman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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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Reporting
 

Bias
 

in
 

Conflict
 

Event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0,
 

No.1,
 

2016,
 

pp.206-218.
庞珣、刘子夜: 《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53—79页。
Juan

 

Tellez
 

and
 

Jordan
 

Roberts,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45,
 

No.3,
 

2019,
 

pp.560-575.
在上述事件数据中,行为体的类型并不限于国家政府行为体,国内的非政府行为体如媒体机构、

政治团体、政党等的互动信息也被记录在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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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为合作互动 (cooperative
 

interaction)还是冲突互动 (conflictual
 

interaction),
将事件按照月份进行汇总 (aggregation),分别计算出每个月度任意两国的冲突

和合作事件总数。遵循既有研究的惯例,① 我们用m+
ij,t 来表示国家i和国家j之

间在t月所拥有的 “合作事件”总数,而m-
ij,t 表示国家i和国家j之间在t月拥

有的 “冲突事件”总数。我们可以将因变量,即事件数据中两国的双边互动

yij,t 表示为:

yij,t=yji,t=ln
m+

ij,t+1
m-

ij,t+1  
  上述公式对合作事件与冲突事件的比值取对数,可以确保冲突与合作的比

值距离中间点具有相同的距离。② 若yij,t 的取值为正数,这表示双边互动中合作

占主导。若为负数,则表示冲突互动占主动,因此其取值越大,就表示国家i
和国家j之间在t月的净合作 (net

 

cooperation)越多。在获得双边层次 (dyadic-
level)的yij,t 之后,我们将其汇总为

 

n×n 的t个不同的链接矩阵 (connectivity
 

matrix)Y,其中,n为当月的国家数量。矩阵的每一个元素yij,t 表示了国家
 

i
和国家j在当月的互动关系本质。

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一种潜因子网络模型 (latent
 

factor
 

network
 

models),
即叠加乘积效应 (additive

 

and
 

multiplicative
 

effects,AME)模型,来计算不同国

家在互动网络中的相对偏好,③ 从而估计国家间合作冲突关系的分值。具体而

言,对于t月的双边互动,我们可以用如下模型进行估计:

yij =α+ai+aj +εij +μ'iΛμj
 

a1,…an ~i.i.d.N(0,σ2a)

εij ~i.i.d.N(0,σ2e)

  上述AME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潜因子 (latent
 

factor)模型,本文使用这一方

法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国家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展示在一个无法观察的潜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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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imon
 

Weschle,
 

“Quantifying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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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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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12,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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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090-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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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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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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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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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pp.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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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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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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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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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p.560-575.
本文采用无向对子 (undirected

 

dyad)的操作,上述式子中加 “1”则是为了避免对数取0时无法

定义的情 况,例 如
 

ln (7/10)=-0.3566749和ln (10/7)=0.3566749,但 二 者 距 离0的 距 离 都 是

0.3566749。
Shahryar

 

Minhas,
 

Peter
 

D.
 

Hoff
 

and
 

Michael
 

D.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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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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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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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nalysis,
 

Vol.27,
 

No.2,
 

2019,
 

pp.208-222;
 

Peter
 

D.
 

Hoff,
 

“Dyadic
 

Data
 

Analysis
 

with
 

Amen,”
 

June
 

26,
 

2015,
 

https://arxiv.org/abs/1506.08237;陈冲:《全球外交

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第120—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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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nt
 

space)中,从而计算出可直接解读的合作分值。具体而言,AME模型将

因变量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其总体截距为α,国家之间互动关系的差异分别由

ai
 和aj

 两个不同的随机项捕捉。如果国家之间总体上合作性关系更强,则两个

随机性回归系数更大。而随机误差项εij 表示每一对国家之间互动的 “对等性”
(reciprocity),对等性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特征之一,表示国家i对国家j行为

的直 接 回 应,反 之 亦 然。① 上 述 模 型 的 最 后 一 部 分 μ'iΛμj
 代 表 乘 积 效 应

(multiplicative
 

effects),表示国家i和国家j互动的本质特征,其不仅捕捉i和j
之间的直接互动,还考虑了i和j通过第三方k 形成的互动,其中,μj

 是 K 维

度的向量,可表示国家i在互动网络中的位置,而μj
 同样代表国家j的位置。Λ

则是一个K*K 的对角线矩阵。如果两个国家倾向于合作,或者两个国家之间

本身虽没有直接的互动,但它们都与第三方国家拥有相似的互动方式,例如,i
对k更加合作、j对k更加合作,那么,μ'iΛμj

 所表示的i和j在潜在空间的位

置就在同一方向上。反之,如果它们之间互动冲突性更强,或者与第三方k 的

互动方式不同,则在潜在空间相反的方向上。
更重要的是,μ'iΛμj

 所捕捉的乘积效应可以捕捉网络互动中的高阶依赖

(higher-order
 

dependencies),如 传 递 性 (transitivity)等 特 征。传 递 性 表 示 了

“朋友的朋友还是朋友”这一逻辑,例如,如果国家i和j是朋友 (合作关系)、

j和k也是朋友 (合作关系),那么i和k 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时,三

角关系ijk就是传递性的 (transitive)。② 因此,不论我们是否可以实际观察到国

家i和j的互动,乘积效应也为它们之间的互动估计了一个合作性分值,这一

合作性分值就是本文所创新的测量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数据。从上述模型也可以

看出,乘积效应所代表的合作性分数排除了国家自身可能更加具有合作性或冲

突性的情况,也排除了国家之间仅仅因为对等性反应而体现出的合作或冲突关

系,它比单纯依赖可观察的数据yij,t 具有更多优势。具体而言,一方面,部分

国家无论与谁互动,总是体现出更多的合作或冲突行为,上述测量因此排除了

这一因素,因而其比单纯依赖i和j之间互动的事件数量或比例更稳健。另一

方面,它通过εij 排除了国家之间单纯对等性反应对双边合作与冲突的影响,不

仅考虑了二者的直接互动,而且也将二者通过第三方交流互动的影响考虑进来,
进而可以帮助研究者捕捉那些即便没有直接可观察互动事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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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第

53—79页。
关于高阶依赖特征的讨论,可参考陈冲:《全球外交访问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基于大数据的社

会网络分析》,第133—136页;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陈

禹、孙彩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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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AME模型,我们按照月度数据对ICEWS和 GDELT的大数据事件进

行处理,分别估计了312个AME模型,包含了1995—2020年间长达26年的月

度数据,并提取相应的乘积效应来获取每个国家在潜在空间的相对位置,并在

此基础上计算它们在月度层面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位置,从而实现了对双边关

系的测量。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方法产生的是双边关系的月度 (dyad-month)
测量数据,包含了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全球层面的月度双边关系测量

指标。① 这一新测量数据目前很可能是时空精度最细、最全的双边关系测量数

据。图-1展示了 两 个 数 据 测 量 的 关 系 指 数 与 既 有 指 标 之 间 的 比 较。② 尽 管

ICEWS和 GDELT 在 抓 取 事 件 上 存 在 差 异,但 图-1的 结 果 表 明ICEWS和

GDELT的相关性达到了0.6左右。

图-1 基于网络分析测量双边关系方法与既有指标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图-1展示了基于大数据事件网络分析计算的双边关系与既有三种指标的相关性

(右上角)、直方图分布 (对角线)以及互相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GDELT和ICEWS
的分值汇总到年度层次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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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数据可以在 Harvard
 

Dataverse下载,参见https://doi.org/10.7910/DVN/UQKPAO。
Tau-b和S-Scores通过R软件包peacesciencer

 

获取,参考Steven
 

V.
 

Miller,
 

“{peacescience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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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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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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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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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Vol.39,
 

No.6,
 

2022,
 

pp.75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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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选取了中国—印度、中国—日本、中国—俄罗斯、中国—美国

四对双边关系,① 并使用 AME模型基于GDELT、ICEWS数据计算得出的关系

分值,与 “理想点”分值、清华大学双边关系分值进行了比较。如图-2所示,
使用GDELT和ICEWS数据所测得的双边关系分值在变化的方向上总体呈现相

关性,这与图-1的发现较为一致。同时图-2也显示,使用 GDELT数据计算得

出的中美双边关系分数波动性比ICEWS数据要大,尤其是其对2017年之后中

美关系的整体下降趋势捕捉得更为准确。

图-2 不同测量指标体系下部分国家双边关系衡量结果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图-2展示了基于两种大数据事件、“理想点”数值、清华数据这四种双边关系测量

方式的结果比较,其中,时间范围为1995—2020年,“理想点”数值为年度数据,其他三种

测量方式为月度数据。

根据近年来中外关系变化的实际感知,对比其他三个指标,“理想点”在上

述四对双边关系的总体趋势上表现得十分平稳。由于 “理想点”是年度数据,
因此,它在判断双边关系好坏时的准确性和敏感性相对较低,例如,针对中美

关系的测量,“理想点”数据是唯一未能捕捉到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下滑的测

量指标。在测量中俄、中日等双边关系时,“理想点”数据显示1995—2000年

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普遍明显下滑,这既与其他三个指标所测得的结果不

符,也与当时中外关系真实变化情况不符。其主要原因可能与联合国大会投票

04

① 本文建立了数据的可视化网站,读者可以选择上述四种指标,可视化任何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分

值,参见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info/1145/56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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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有关。根据联大投票数据,从1995年到2000年,中国在有关国际原子能

机构、核武器使用、巴以问题、苏丹问题、裁军与军备控制、人权等领域的投

票立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这导致了 “理想点”指标所测

得的中外政策立场差距较大,① 但在两国的实际交往过程中,这些立场分歧并不

会对双边关系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分歧不影响两国正常的外交往来,
也并不直接关乎两国核心利益。同时在这一时间段内,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仍

倾向于采取投弃权票的策略,② 这种投票策略也可能对中外投票立场距离产生影

响。此外,由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是以年度为单位进行的,因此 “理想点”指标

的分值是以年度为单位,从而导致两次测量之间时间跨度过长。以上这些情况

说明 “理想点”指标所测量的两国政策立场差距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两国之间的

关系变化。
从图-2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所呈现的曲线总体而言

较为平缓,较少出现剧烈的波动,这种结果是由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计算公

式背后的指导思想所决定的。该计算公式认为,两国之间某个时段的关系分数

是基于上个时段两国关系的分数与本时段双边互动事件分值所计算得出的,③ 这

种计算方式类似于一种双边月度事件分值的不断嵌套,能够体现出两国关系的

延续性,并且能够调整同一互动事件对不同层面双边关系的影响程度,这种测

量思路也是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曲线的波动性相对较小的原因。需要指出的

是,使用AME模型和GDELT、ICEWS数据计算出来的两国关系分数,反映的

是当月在潜在空间中两国的合作性分值,其分值越大,则表示两国合作性关系越

强。在AME模型的计算层面,每个月的关系分值是完全独立的,与之前或之后

月份的关系分值没有关联,④ 这与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的测量思路存在区别。
下面,我们将利用测量的双边关系新数据作为因变量,进一步比较本文提

出的双边关系测量方法。具体而言,我们将聚焦对华双边关系问题,试图回答

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提升了共建国对华外交关系这一问题。传统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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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自 埃 里 克·沃 滕 的 联 大 投 票 数 据 项 目,参 见 Erik
 

Voeten,
 

Anton
 

Strezhnev
 

and
 

Michael
 

Bailey,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June
 

29,
 

2022,
 

https://doi.org/10.7910/DVN/
LEJUQZ。

漆海霞、张佐莉:《弃权还是否决———中国如何在安理会投票中表达反对立场》,《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4年第5期,第101—123页。
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的具体计算方式,可参见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

第90—103页。
不可否认,两个国家某个月内的双边关系必然受到前一个月两国关系的影响,也必然影响下一个

月两国的关系,正如两个当月正在交战的国家基本不可能在下一个月就建立起高度友好的双边关系。因

此我们强调月度关系分值的独立性是在 “计算层面”上的,即两国某个月的关系分值只按照当月互动事

件数据计算得出。



外交评论 2024年
 

第5期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研究者缺乏精准测量共建国与中国

双边关系程度的时空数据。二是研究者无法通过观察数据确定 “一带一路”倡

议对中外关系的影响是否为因果效应。为此,本文尝试基于上述双边关系测量

数据和因果推断模型解决上述挑战。

三、 “一带一路” 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分析

利用上文介绍的双边关系测量数据,我们对共建国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

所呈现的外交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195个国家的、以月

度为单位的面板数据,其中,分析的单位为 “国家—月”(country-month)。本

文使用三重差分即DDD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方法,分析的时间范围确定在2007—

2020年间,着重考察 “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外交政策效果。①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试图借助探究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导致东道国对华政策偏好转

变这一问题来辨析不同衡量方法的优劣,因此因变量采取了多种指标,包括上

述利用AME模型产生的中外关系衡量指标。具体而言,我们采取了如下指标。
首先,我们采取了传统上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计算的 “理想点”数据。 “理想

点”距离这一变量反映了该国与中国在某年存在的外交立场差距,该变量取值

越大,表明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偏好差距越大。② 鉴于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美

战略竞争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同时也计算了该国与美国在 “理想点”立场

上的距离;其次,我们利用上文介绍的ICEWS和GDLET测量指标作为另一类

因变量;再次,我们利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的双边关系指数,进一

步检验了中国与其相邻国家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③ 需要指出的

是,对 “理想点”距离的测量是在年度层次,而对其他几个双边关系指标的测

量是在月度层次。

24

①

②

③

类似设计可以参考宋弘、罗长远、栗雅欣: 《对外开放新局面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来自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研究》,第241—262页;袁保生、王林彬、邓峰: 《双边条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分位数实证分析》,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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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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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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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rik
 

Vo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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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zhnev
 

and
 

Michael
 

Bailey,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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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Voting
 

Data”;
 

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 “赫希曼效应”》,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
期,第132—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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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自变量 (处理变量)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情况。我们收

集了140个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时间信息,并将其转换为月度层

次数据。鉴于后文使用的双重差分方法要求处理变量 (treatment)满足渐进

(staggered)要求,即一旦接收干预,后续都将保持被干预的状态,因此,我们

创建了一个二分类变量 “加入 ‘一带一路’”来测量在某月该国是否已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不同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时间存在差异,
因此这一变量在 “处理组”的国家中也存在差别。一旦某国在某时加入 “一带

一路”倡议之后,该变量就一直取值为1,否则为0。与此同时,利用这140个

国家截至2020年已经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事实,我们将其作为实验组 (处
理组),并将未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国家作为控制组。①

由于同盟关系对各国投票立场有一定干扰,我们将该国 “是否为美国的同

盟”视为重要的控制变量。换言之,我们检验 “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盟友和

非盟友的对华关系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②

我们进一步控制了那些既可能影响该国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又可能影响

该国对华关系的变量。具体而言,第一,我们控制了该国 “人均GDP”“人口数

量 (对数)”“军费开支占GDP百分比”这三个变量,其中相关数据来源于世

界银行的发展指数 (WDI)。③ 鉴于人均GDP和人口总数本身的偏态影响,我们

采用了其自然对数而非原始值。既有研究认为,这三个变量一方面可能影响该

国是否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同时也能影响该国的对华态度;④ 第二,
我们控 制 了 该 国 的 政 体 类 型。该 数 据 来 自 于 “多 样 性 民 主”(Varieties

 

of
 

Democracy)项目中的 “选举民主指数” (v2x_polyarchy),⑤ 该指数由五个指数

加权 方 式 获 得。相 比 于 传 统 使 用 政 体 四 (Polity
 

IV)数 据 的 21 分 取 值

([-10.10]),“多样性民主”数据的优势有二:其一,它更新的时间范围更及

时,当前,2020年的数据已经全部更新。其二,它依赖于国别专家的评分和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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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斯模型的计算,可以避免其他各指标的内生性干扰;① 第三,本文控制了该国

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根据世界银行的 “世界综合贸易方案” (WITS)公布

的数据,我们计算了在该国对外贸易中中国在出口和进口方面所占百分比,即

“中国出口占比”和 “中国进口占比”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分别测量了该国在

出口和进口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这些数据均更新至2019年。② 类似地,我们

也控制了该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数据同样来自于世界银行的 WITS;第

四,我们控制了该国从中国进口以及出口到中国的年度军售总额,其中军售数

据来 源 于 斯 德 哥 尔 摩 国 际 和 平 研 究 所 公 布 的 军 售 交 易 数 据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③ 第五,我们控制了该国的国际身份,即其是否为上合组

织成员国、是否为东盟国家、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与中国签订

贸易优惠协定、是否与中国存在不同等级的伙伴关系。④

(二)实证分析结果

1.
 

面板DDD模型

双重差分法 (DID)常常被用于评估外生政策的效果,样本被分为实验组

(也称处理组)和对照组 (也称控制组)。在本文中,实验组是某月份加入 “一
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对照组是该月份没有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其

中,只有实验组在某时间点后受到了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干预,对照组则

没有。我们可以先比较实验组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前后的变化,再比较对

照组在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前后的变化,最后再将这两组的差异值进行比较,
这两组前后变化的差异就是政策干预的效果。在模型上,我们通过创建交互项

来解决,计算 “前后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变化前后的差别)和 “有无

差异”(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别)。DID尝试弥补样本分配不能完全随机的缺

陷,使结果尽量接近自然实验,其中交互项的系数就是DID模型所要分析的政

策实施对实验组个体的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ATE)。⑤

由于传统的标准DID模型要求实验组样本在同一时间受到处理,而在现实

中各国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年份不同,因此传统标准DID模型不适用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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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情况。本文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two-way
 

fixed
 

effects)基础上加入了处理组

变量 (实验组为1、对照组为0)和处理期变量 (“一带一路”倡议宣布之后亦

即2013年某月之后为
 

1、之前为
 

0)。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更精准地反映个体和时

间这两个维度上的变化,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遗漏变量等问题。① 在下面的

公式 (1)中,个体固定效应可以更好地展示个体特征,替代了传统DID模型中

比较粗糙的政策分组变量。而时间固定效应可以更精准地表示时间特征,替代

了传统DID模型中比较粗糙的政策时间变量。此外,为了解决各国加入 “一带

一路”倡议时间不同的问题,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 (Time-varying
 

DID),② 用

一个随时间和个体发生变化的处理变量替代了双向固定效应下的标准DID中的

交互项:
中外关系i,t=α+μi+λt+加入 “一带一路”i,t+βXi,t+εi,t 公式 (1)

在公式 (1)的多期DID模型中,虚拟变量 “加入 ‘一带一路’i,t”表明国

家i在月份t是否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加入的国家则在加入的某年月份

之后赋值为1,否则为0,这一变量相当于处理组和处理期的交互项。
“平行趋势假定”(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一个重

要前提,亦即如果实验组样本没有受到政策冲击,其与对照组应该有共同的变

化趋势 (common
 

trends),否则的话,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是有偏差的,因

此,若不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亦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受到政策冲击前就有不平

行的差异,那么,两次差分的结果就不是真正的政策效应。本文采用事件研究

法,即先生成年份虚拟变量和实验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加入模型后再观察该

交互项的系数,然而公式 (1)的模型并没有通过共同趋势检验,囿于篇幅,关

于其他数据指标的平行趋势检验就不放入正文,因此,我们进而采用DDD模型

加以分析。

DDD引入了第三个视角的分组,通过比较不同分组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

策处理前后的结果不同来控制趋势差异对判断处理效应的干扰。这一方法常常

应用于平行趋势假设不成立时的测量,它通过新的分组算出这两组双重差分的

时间趋势差异,再比较原来实验组和对照组双重差分的时间趋势差异,以消除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时间趋势差异,进而控制可能干扰效果评估的异质性。因此,
在公式 (1)面板多期DID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 “是否美国盟友”和 “中国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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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国水平”等关于 “一带一路”国家身份的变量纳入考量,并作为交互项,通

过DDD模型估计不同身份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具体内容为公式 (2):
中外关系i,t=α+μi+λt+ 加入“一带一路”i,t+ 是否美国盟友

+ 加入“一带一路”i,t× 是否美国盟友 + 中国伙伴国水平

+ 加入“一带一路”i,t× 中国伙伴国水平

+ 是否美国盟友 × 中国伙伴国水平

+ 加入“一带一路”i,t× 是否美国盟友

× 中国伙伴国水平βXi,t+εi,t 公式(2)

  本文建立的DDD模型需要有三个虚拟变量: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前后、
是否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第三个分组变量,以便做异质性处理和时间

趋势不一致的检验。根据前文多期DID模型,加入 “一带一路”i,t 的系数就是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效果。本文在前述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是
否为美国盟友”和 “伙伴关系水平”两个虚拟变量,构建了两个三重差分。此

外,由于有些国家具有多重身份,既是美国盟友也是中国伙伴国,因此在公式

(2)中,该模型还考虑了 “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为美国盟友”和 “伙伴关

系水平”的交互项。这一方面是考虑放松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假设的限制,另

一方面则是考虑到美国盟国可能由于其与美国的关系密切而干扰 “一带一路”
倡议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另外,中国伙伴国由于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密切,
也可能干扰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对各国外交选择的效果。因此需要剥离这些

外溢效应,寻找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净效果。

2.
 

借助DDD模型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

表-1展示了DDD模型的分析结果。首先,我们发现, “加入 ‘一带一路’

×是否美国盟友×中国伙伴国水平”这一交互项在模型一、二、三中的系数均

为负,这表明按照GDELT和ICEWS的数据衡量,具备美国盟友与中国伙伴国

双重身份的国家,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后,其与不具备双重身份的国家相

比较,前者与美国关系的恶化程度大于后者。然而,这一恶化主要体现在双边

往来的事件性质中,亦即负面事件增多。但是具备美国盟友与中国伙伴国双重

身份的国家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后,并没有选择在联大投票中反对美国,
反而是拉近了与美国的投票距离。此外,“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美国盟友”
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对于美国盟友而言,加入 “一带一

路”倡议这一选择并不会使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反而有助于改善他们

与美国的关系。而 “加入 ‘一带一路’×中国伙伴国水平”在模型一中显著为

负,却在模型二中显著为正,这表明 “中国伙伴国关系”这一身份对于各国的

影响是复杂的,可能会受到其他身份的影响,而且也可能受到数据来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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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关于防御性同盟与伙伴关系的DDD模型

因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与美国关系
(GDELT)

与美国关系
(ICEWS)

与美国联大

投票差距

与中国关系
(GDELT)

与中国关系
(ICEWS)

与中国联大

投票差距

与中国关系
(清华数据)

加入 “一带一路” 0.058 -0.216*** 0.016 -0.001 -0.136*** 0.009 7.165***

(0.048) (0.041) (0.011) (0.004) (0.029) (0.012) (0.814)

是否美国盟友 -0.160*** -0.277*** 0.032*** -0.003 -0.120*** -0.017**

(0.033) (0.031) (0.007) (0.004) (0.016) (0.007)
加入 “一带一路”
×是否美国盟友

0.161** 0.242*** -0.001 0.016*** 0.136*** 0.051*** 0.773***

(0.065) (0.059) (0.017) (0.004) (0.034) (0.014) (0.257)

中国伙伴国水平 -0.039*** -0.007 0.008*** -0.005*** 0.003 -0.016*** 0.064***

(0.006) (0.006) (0.001) (0.001) (0.004) (0.002) (0.014)
加入 “一带一路”
× 中 国 伙 伴 国

水平

-0.018* 0.027*** 0.001 -0.001 0.033*** 0.004 -0.852***

(0.010) (0.009) (0.002) (0.001) (0.009) (0.003) (0.093)

是否美国盟友×
中国伙伴国水平

0.022*** 0.006 -0.004*** 0.002** -0.003 0.005** 0.032*

(0.007) (0.006) (0.002) (0.001) (0.005) (0.002) (0.018)
加入 “一带一路”
×是否美国盟友

× 中 国 伙 伴 国

水平

-0.060*** -0.080*** -0.010** -0.004*** -0.050*** -0.004

(0.016) (0.014) (0.004) (0.001) (0.010) (0.003)

人口总数的对数 0.429*** -0.519*** 0.192*** 0.087*** -0.274*** 0.493*** 5.639***

(0.099) (0.097) (0.033) (0.012) (0.054) (0.031) (0.719)

人均GDP的对数
-0.012 -0.019 0.172*** -0.006 0.009 -0.301*** -0.801*

(0.051) (0.046) (0.014) (0.005) (0.024) (0.014) (0.441)

军费开支 0.042*** 0.062*** 0.019*** 0.001 0.019*** 0.002 0.282***

(0.010) (0.010) (0.002) (0.001) (0.005) (0.003) (0.077)
中国对该国的出

口额
0.009*** 0.007*** -0.000 0.001*** 0.003*** 0.007*** 0.243***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10)
美国对该国的出

口额
0.003 0.000 0.006*** 0.000 0.003** 0.007*** -0.127***

(0.002) (0.002) (0.001) (0.000) (0.001) (0.001) (0.011)
中国对该国的进

口额
0.003* -0.011*** -0.001 -0.000* 0.002** -0.003*** 0.182***

(0.002) (0.002) (0.001) (0.000) (0.001) (0.000) (0.007)
美国对该国的进

口额
0.002 0.007** -0.021*** 0.001*** -0.007*** 0.006*** -0.076***

(0.003) (0.003) (0.001) (0.000) (0.002) (0.001) (0.019)

是否与中国建交 0.164*** 0.134*** -0.138*** 0.012*** 0.084*** -0.077***

(0.051) (0.039) (0.015) (0.003) (0.017) (0.012)
进 口 到 中 国 的

军售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从 中 国 出 口 的

军售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7.056*** 8.961*** -1.980*** -1.389*** 4.510*** -4.587*** -105.430***

(1.779) (1.732) (0.564) (0.220) (0.980) (0.540) (14.108)
样本量 20613 22466 22644 20613 22466 22644 2376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括号中数字是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s),其中*** 代表
 

p<0.01,
 

**
 

代表p<0.05,
 

*
 

代表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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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美国盟友×中国伙伴国水平”在模型四、
五、六中的系数均为负。由于这些模型的因变量均为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系数方向与模型一、二、三中一致,均为负数,这表明在多重身份下各国的外

交选择呈现明显的对冲特色。在联大投票上,这些兼具美国盟友与中国伙伴国

双重身份的国家在加入 “一带一路”后与中国的投票差距减少,当然,在模型

六中这一为负的系数并不显著。
上述对冲趋势可以更明显地体现在 “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美国盟友”

和 “加入 ‘一带一路’×中国伙伴国水平”这两个交互项中。对于根据GDELT
和ICEWS数据衡量的各国与中美的外交关系而言,“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

美国盟友”这一交互项在模型一和模型四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模型二和模

型五中的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这表明美国盟友身份是对冲的主要原因之一。不

论是按照GDELT数据还是ICEWS数据的衡量,美国盟友在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后都会同时改善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再次,“加入 ‘一带一路’×中国伙伴国水平”这一交互项在模型一与模型

四中系数均为负,但显著性程度不同,在模型二与模型五中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也体现出明显的对冲趋势,亦即各国与中国关系及其与美国关系的变

化趋势呈相同方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GDELT和ICEWS这两个大数据来

源的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大数据库搜索数据来源的差异所造成的。
正如前文所言,GDELT涵盖的数据来源可能比ICEWS更为广泛,ICEWS数据

库中没有包括与美国相关的事件,这导致一些数据内容的缺失,因此,我们可

以认为GDELT数据和清华数据的结果更为可靠。此外,伙伴国关系并没有军

事同盟的高政治属性,而且,中国伙伴国数目众多,许多伙伴国还拥有其他身

份,例如北约成员、上合组织成员等。因此,尽管盟国身份在不同大数据指标

衡量下可以得出相同方向的系数,但是伙伴国身份并没有这样的稳健结果。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联大投票数据对于各国对冲趋势的数据呈现并没有

GDELT和ICEWS这两个大数据那么灵敏。当各国与中美的双边关系在具体事件

上出现明显变化时,各国在联大投票立场与中美两国的差异,并没有明显出现同

向的变化。这可能存在以下原因:首先,各国在联大投票存在立场惯性,过去在

某一议题的投票立场可能会持续影响未来的投票选择。其次,联大投票异同还受

不同议题领域的影响,而GDELT和ICEWS这两大数据源可以即时抓取每月最新

的外交事件,因此,联大投票在呈现各国对冲政策的数据灵敏度上略有不足。
最后,在模型七中,我们还加入了各国对中国外交关系的清华中外关系数

据加以分析。由于清华数据只衡量中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数据量

较少,因此在模型七中没法得出变量 “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美国盟友×中

国伙伴国水平”的系数,故而模型七的主要作用是用作稳健性检验。在模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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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美国盟友”这一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与模型

四和模型五中系数结果一致。“加入 ‘一带一路’×中国伙伴国水平”这一交互

项在模型七的结果显著为负,与模型四的系数方向一致,而与模型五的系数方向

相反。这验证了前文关于伙伴国身份对立场影响没有盟友身份稳健的判断,也可

能进一步印证GDELT结果可能比ICEWS更稳健。
上述发现与既往依赖单一指标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政治效应的研究存在

明显不同。① 本文的分析不是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对华关系影响的简单 “二
元”化结论。本文的研究表明,测量指标的不同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较大的

差异,即便研究者都在研究同一概念,若各自选择不同的数据和测量方式,展

现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因此研究者在操作中需要考虑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的

具体内容和维度,综合选择与研究现象最匹配的数据指标。

3.
 

不同身份下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

在表-1中,本文分别考量了GDELT数据、ICEWS数据、联大投票数据和清

华数据,进而权衡各衡量指标的异同和优劣,同时我们发现,在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的外交效应时不能忽略各国身份的影响。因此,在表-1考虑同盟身份和伙伴

国身份的基础上,在表-2和表-3中,我们进一步考虑了 “是否与中国存在贸易优

惠协定”“是否与中国存在双边投资协议”“是否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否为东盟

成员国”等不同身份。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本文主要辨析的是 “一带一路”倡议

的外交效应,因此因变量为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与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关

系。在衡量指标上,基于表-1的发现,本文发现GDELT数据结果比较稳健,此

外,联大投票体现了各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公开立场,具有不同于GDELT数据和

ICEWS数据等大数据所衡量的外交关系的其他特征。因此,在表-2中,本文采用

GDELT数据加以衡量,在表-3中,本文采用联大投票差距加以衡量。
在表-2和表-3中,本文依然采用了DDD模型,一方面,其可以纠偏前文双

重差分DID模型中存在的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我

们发现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亦即不同国家身份所导致的外

交效应差距。即使是同一政策干预,对于不同身份地位的国家,其作用机理和

效果均不同。因此,在表-2和表-3中,我们纳入了 “加入 ‘一带一路’”与各

类不同身份的交互项,其中,在分析 “加入 ‘一带一路’×是否为东盟成员国”
这一交互项时,由于 “是否为东盟成员国”这一变量在表-2、表-3中系数均为

0,就没有将之放入模型。此外,在表-2、表-3中,我们也计算了下列控制变量

的影响:“人口总数的对数”“人均GDP的对数”“军费开支”“中国对该国的出

94

① Yuleng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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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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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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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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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n
 

Kapste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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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ast
 

Asia: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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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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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t
 

and
 

Road,”
 

p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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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美国对该国的出口额”“中国对该国的进口额”“美国对该国的进口额”
“是否与中国建交”“进口到中国的军售”“从中国出口的军售”,然而,囿于篇

幅,笔者没有将这些控制变量的系数展现出来。
基于表-2和表-3的回归系数,我们可以判断共建国的不同身份会导致 “一

带一路”倡议产生不同的外交效应。对于 “是否与中国存在贸易优惠协定”这

一身份,共建国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与中国存在贸易优惠协定的国

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系数为负,也

不显著。这类国家在联大投票上与美国差距的回归系数为负,不显著,而与中

国差距的系数显著且为正数。
对于与中国存在双边投资协议的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在加入 “一带一路”

倡议后与美国关系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与中国外交关系系数显著为正。
其与美国的联大投票差距系数为正且不显著,与中国的联大投票差距系数显著

为负。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与中国存在双边投资协议的国家在加入 “一带一

路”倡议后会明显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大加强对中国的支持。针对

“上合组织成员国”这一身份,我们依据表-2和表-3可以看到,这类国家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与美国关系显著为负。其与美国的联大投票差距显著为

正,而与中国的联大投票差距显著为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组织等

公开场合的外交立场上,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在联大投

票中与美国立场愈加疏远,而与中国立场愈加密切。“东盟成员国”这一身份则

又体现出不同的外交效应。根据表-2和表-3,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东盟成员国与美国关系以及与中国关系都显著为正,在联大投票上与美国以及

与中国的差距也都显著为正。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东

盟国家在外交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对冲特征,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他们

一方面在外交关系上同时改善与中美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联大投票上同时拉

大与中美的投票距离。
综上可知, “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可能存在更加复杂的异质

性,也具有条件性,更精准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需要充分挖掘

这些异质性和条件性。正如DDD模型所揭示的,研究者需要考虑不同身份的调

节影响。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部分欧盟国家 (如意大利)尽管加入 “一带一

路”倡议,但是其对中国对外立场的认同并没有显著增加,相反这些国家与中

国的立场还变得更加疏远,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使得这些

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亲近美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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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risto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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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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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Weyrauch,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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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

结  语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国际关系学科科研创新提供了便捷条件。对于抽象的

国家间双边关系,
 

学界目前除采取传统方法外,也开始采用大数据方法进行测

量。不同的指标各有何优劣? 在这些指标中何者更佳? 适用于何种情境? 学界

对此尚无定论。毫无疑问,指标的选择会对结果异同产生重要影响。① 例如,同

样是衡量国家经济实力,GDP表示一国的总体经济体量、人均GDP纳入人口因

素、PPP则考虑实际购买力,因此,根据不同指标判断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就

会得出不同结论。②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展示了如何利用新闻事件大数据衡

量双边关系事件,进而判断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

基于前文DDD模型的比较,我们认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各有优劣。首先,联

大投票数据所测量的国家间外交政策立场距离与双边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且

深受投票议题的影响;其次,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着重体现中外关系的延续

性,并且区分同一事件对于不同层面两国关系的影响差异,比较灵敏。但由于

清华数据采用人工编码方式,事件数据来源有限,故而无法测量全球所有国家

之间的双边关系;再次,本文基于大数据GDELT和ICEWS所测算的双边关系

数据,突破了人工编码方式存在的数据量和观察对象有限的瓶颈,然而,大数

据测量也受到来源数据选择偏好的影响,其结果也可能出现偏误。在前文DDD
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采用不同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存在方向性差别,甚至

基于GDELT得出的衡量结果与基于ICEWS得出的衡量结果,在多个模型中系

数方向相反,其原因可能与ICEWS的数据资料来源偏好有关,例如ICEWS没

有纳入太多与美国有关的数据。此外,这种差异也可能与这两个大数据在筛选

新闻时的选择偏差有关,例如,在赋值时可能过度强调西方新闻数据的可信度

或者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其结果可能是数据噪声过大、太多的信息反而可能降

低了关键信息的重要性。

由于每种指标基于的数据来源存在差异,对双边关系定义的维度也存在差

异,每一种衡量方法都有其优势并可能存在缺陷,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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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最优”的双边关系测量方法,而是致力于探究衡量双边关系的不同指标

与技术,以弥补定性研究的不足,进而探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关系的影

响。基于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同身份会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产生明

显影响。前文的模型比较了同盟和伙伴关系的影响,进而比较了 “是否与中国

存在贸易优惠协定”等不同身份的影响。在分析美国盟友身份和中国伙伴国身

份时,双重身份可能使各国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后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找更

好的平衡点,在联合国大会等公开场合可能会同时拉近与中国、美国的投票差

距。此外,其他各种身份的影响方向也存在差异。对于与中国存在贸易优惠协

定的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改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

对于与中国存在双边投资协议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有力推进这些国家

改善对华关系,并加强在联大对中国的支持。同为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

家,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联大投票中会拉近与中国的立场并疏远美国,东盟国家

则明显选择对冲策略,同时改善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并在联大投票上疏远中美

双方。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 “一带一路”倡议外交效应的数据模型分析,

在采取多种衡量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一带一路”倡议呈

现出积极的外交效应,但当共建国家身份不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该

国的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① 本文的研究不仅尝试提供一个新的全球国家双边

关系数据库,也展示了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在不同的伙伴关系和

联盟关系中存在异质性,为我们系统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政策效应提

供了新启示。

(责任编辑:杨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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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玮、杨原:《美盟友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 QCA分析》, 《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2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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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页;聂文娟:《东南亚地区中美战略均衡的机制论》, 《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8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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